
一　關於極左的不同提法

在不少論及文化大革命時期外交情況的著述中，都提到了「極左」這個詞。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1：

「文化大革命」初期，黨在對外關係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干

擾。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夥插手外事部門，興風作浪，甚至圖謀篡奪中

央的外交大權。⋯⋯對於這些極左錯誤，周恩來和廣大外事幹部一直表示

反對，並努力設法制止。毛澤東也多次提出批評，要求糾正。經過他們採

取一系列措施，外事工作一度出現的偏差較快得到糾正。

王泰平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中說2：

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認為，國際形勢「當前正處在世界革

命的一個新時代」。1968年10月，林彪在國慶講話中提出「打倒美帝！打倒

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的行動口號，推行世界革命。江青、康生等人誣

衊建國十七年來執行的是「三降一滅」（即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

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線，否定外交工作的

偉大成就，在外事機構煽動奪權，致使中央外交大權一度旁落，外事工作

一度失控。⋯⋯周恩來總理為使正確的外交路線能夠繼續貫徹執行，一方

面對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反覆進行批評教育，另一方面對林彪、康生

一夥推行的極「左」路線進行了鬥爭。⋯⋯毛澤東對干擾外交工作的極「左」

錯誤也多次提出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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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志夫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中說3：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林彪、江青、康生等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政治人物

和勢力進而全盤否定「文革」前的外交路線。⋯⋯從1968年起，毛澤東主

席、周恩來總理便有步驟地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狀態。

王繩祖主編的《國際關係史》中說4：

1965年9月，中國國防部長林彪發表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在

這篇文章中，他首先稱頌了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中國革命勝

利的道路。然後，他分析了世界的局勢：「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

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

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

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

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196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

八屆十一中全會對這篇文章加以肯定。這種在世界範圍搞農村包圍城市的

理論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領域的極「左」行動。⋯⋯「文化大革命」

初期，中國方面的極「左」做法使60年代前半期中國外交開創的良好局面遭

受重大損失，中國在世界上幾乎處於孤立狀態。從1968年起，毛主席、周

總理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來糾正那些錯誤。

以上四種引文中，關於文革中外交上的「極左」問題說法不盡相同，具體措

詞也不一致，有「極左錯誤」、「極『左』思潮」、「極『左』路線」、「以極左面目出

現」、「極『左』行動」、「極『左』做法」等多種不同說法，而這種用詞混亂的現象存

在，顯然不利於對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值得注意的是，四種引文有�一個共同

的基本觀點，這個觀點可以大致描述為：原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外交路線，

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極左路線干擾、破壞，後又為毛澤東、周恩來所糾

正。這種觀點流行很廣，但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

二　愈來愈「左」的外交路線

早在文革之前，中國共產黨內就開展了對王稼祥的批判，將他提出的在外

交問題上比較正確的意見批為「三和一少」。從此，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即逐漸朝

�更「左」的方向滑去。1965年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在

闡述和發揮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同時，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近乎空想的世界

範圍內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設想。這篇文章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批准，

顯然不應該僅看作是林彪個人的創作，此文的主要觀點在當時為全黨全國人民

所接受，幾乎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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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外交方面的方針、路線及重大決策即由毛澤東親

自把握。到文革發動之際，中共中央的集體領導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毛澤東的

個人專斷所代替。中共中央集體在對外關係方面做出的重要決策，可以被毛澤

東的一句話所輕易否決。1966年上半年，在是否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和與日共聯

合公報問題上的結果即為兩個很典型的例證。

文革開始以後，「左」傾思潮空前泛濫，中國對外關係全面緊張。到1967年

夏，中國除與美國、蘇聯繼續保持相互敵視的態度外，與印度尼西亞、緬甸、

印度、尼泊爾、蒙古、英國、捷克、肯尼亞等國家都出現了外交糾紛。在這樣

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仍然孤芳自賞，盲目樂觀，認為「形勢很好」5。本來是危

機重重，應當努力修補對外關係，而毛澤東卻偏要擺出一副「和尚打傘，無法捂

（無）天」的姿態。毛澤東雖然批評過在對外宣傳上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

這種提法，但從他所說「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6來看，他並不認為這句

話本身有甚麼問題，問題是應該由外國人來說這句話。實際上，在文革初期，

《人民日報》等報刊就大量登載過外國朋友稱頌中國「文化大革命」，將中國稱為

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報導。不僅如此，毛澤東本人在內部談話中也明確地講過中

國應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樣的話。

1967年7月7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並講

了話。這篇講話集中地反映了他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和他的對外關係主張。毛澤

東說7：

目前許多地方反華，形式上好像是我們孤立，實際上他反華是害怕中國的

影響，怕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反華是為了鎮壓國內的人民，轉移人民對他

統治的不滿。這個反華是美帝蘇修共同策劃的，這不表示我們孤立，是我

們在全世界影響大大提高。他愈反華愈促進人民的革命。這些國家的人民

認識到中國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們中國不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

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

了字的武器（除一些特殊地區）也可以。就是要公開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

的兵工廠。

毛澤東同意批判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他還要反其道而行之，大

力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武裝鬥爭。為了達到支持世界革命的目的，哪怕破壞與

鄰國之間正常的國家關係也在所不惜。196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

部長趙毅敏就中國共產黨參加中緬兩黨會談的代表團成員組成問題給周恩來並

報毛澤東的報告上，提出了中共代表團組成人員建議名單，其中包括江青。5月

26日，毛澤東批示：江青以不參加為好8。由此可知，在1967年5月下旬，中國

共產黨代表團與緬甸共產黨代表團在中國進行了會談，中共中央確定了要公開

支持緬甸共產黨搞武裝鬥爭的方針。毛澤東在7月7日的講話中說：「緬甸政府反

對我們更好，希望他們同我們斷交，我們就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共產黨。」9

文革初期，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和他的對外關係主張都存在很大的盲

目性，關於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及公開支持外國共產黨搞武裝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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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輸出革命等觀點顯然都是錯誤的。而且在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

迷信盛極一時的情況下，也根本不可能出現對毛澤東的錯誤的糾正。覆巢之

下，豈有完卵。在文革全局性的錯誤之下，還存在一條正確（或比較正確）的外

交路線的說法，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歷史實際。

三　極左的典型案例：「三砸一燒」

文革中外交上極左的典型案例是發生在1967年6月至8月的「三砸一燒」事

件。現將其分別簡述如下：

印度是率先承認新中國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曾與中

國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第一次軍事衝突之後，兩

國關係惡化。1962年10月，因印度不斷蠶食中國領土而引發了中印邊境武裝衝

突。1967年6月12日，新華社報導：「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最近竄至

北京西郊某地，對我軍事禁區進行窺測和偷攝禁區照片，被我人民解放軍當場

拿獲。同日，外交部照會印度駐華使館，提出最強烈抗議，並宣布：自即刻

起，中國政府不再承認魯冠南的外交官身份，而且在中國司法機關對其罪行進

行法律制裁前，魯冠南不得離開中國。」6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舉

行萬人公審大會，對魯冠南進行缺席公審。判決魯冠南犯間諜罪，判處驅逐出

境，立即執行。並宣布印度大使館三等秘書維傑為不受歡迎的人，限其三天內

離開中國國境。6月14日，魯冠南被押送離京。印度政府很快作出強烈反應，下

令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一等秘書陳魯直立即離印，並宣布中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

承浩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印。6月16日，印度大批暴徒衝入中國大使館，

打傷多名使館工作人員，暴徒還放火燒了大使館汽車房�的車輛和使館外面的一

個展覽櫥窗，打碎了使館建築物的許多玻璃窗。其後大批印度軍警嚴密包圍了

中國大使館，剝奪使館人員外出行動的自由，使館同北京的聯絡中斷。6月17日，

中國外交部第一亞洲司負責人召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沙梯，向印度政府提出嚴

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並宣布：「自即時起，印駐華大使館全體印籍人員，未經

中國有關當局的許可，一律不許離開大使館，否則，一切後果由印度方面自己

承擔。」6月18日，大批示威遊行的北京紅¦兵和各界群眾湧入印度駐華大使

館，砸毀大使館部分設施。

緬甸曾是中國的友好鄰邦。1967年6月，中緬之間因為毛澤東像章事件關係

惡化。事件的起因是中國駐緬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

民散發毛澤東語錄和毛澤東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干涉。過去的英國殖民主

義者在緬甸也散發過表示效忠英國女王的徽章，這種記憶使得緬甸方面對像章

事件特別敏感和忌諱。為此，緬甸政府制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

徽章。在國內文革運動的影響下，中國一些駐緬人員把國內宣傳毛澤東思想的

一些做法也搬到緬甸來了。6月23日，中國駐緬臨時代辦就「6月22日，仰光原中

國女子中學的學校當局強行剝去華僑學生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並公然侮辱中國

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事向緬甸外交部提出抗議。緬甸政府於當天宣布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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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原中國女子中學和原華僑女子中學。此後又無限期關閉了九所華僑中學和小

學。當地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數十名華僑和學生在衝突中喪生。6月

26日，韓念龍副外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

我國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眾四十萬人到緬甸

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7月1日，中國外交部向緬甸駐華大使館轉交中國政府備

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在6月29日備忘錄中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

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的無理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緬甸

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到7月3日為止，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

威遊行、抗議的群眾累計超過一百萬人。3日下午，北京各大群眾組織在故宮午

門召開了十萬人的抗緬大會，聲討緬甸政府。會後大批群眾湧向緬甸駐華大使

館，砸了大使館的一些設施。

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關係破裂發生在1965年9月。當時印尼發生了一場流產政

變，親華的以艾地為首的印尼共產黨參與其事。印尼輿論對中國的不滿激增，

軍人趁勢發動政變，對中國友好的蘇加諾總統下台，印尼共產黨遭到嚴厲鎮

壓，隨後爆發了一場迫害印尼華僑的大規模反華排華浪潮，中印（尼）關係迅速

惡化。1966年9月2日，印尼外交部通知中國大使館：從亞齊地區被無理驅逐到

棉蘭集中的受害華僑共4,500人，要求中國政府派船把他們接運回國。中國政府

一方面要求印尼政府立即停止集體驅逐華僑的種族主義暴行，一方面派船前往

棉蘭接運受害華僑。1967年4月23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緊急召見印尼駐華大使

館臨時代辦巴倫，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印尼軍警包圍、封鎖中國駐印尼大使

館，武裝劫持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的嚴重事件。4月2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

明，最強烈抗議印尼政府粗暴踐踏國際關係準則，悍然宣布我國駐印尼大使館

臨時代辦姚登山和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為「不受歡迎的人」，喪心病狂地迫害華

僑的反華暴行。4月26日下午2時，北京各界群眾集會，聲討印尼政府的反華行

徑。從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學校師生、工人、機關幹部等各界

群眾連續前往印尼駐華大使館進行抗議，示威遊行，累計人數超過六十萬人。

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並未能使印尼政府的反華排華政策有所收斂。印尼境內頻

繁發生反華排華事件，印尼武裝軍警和暴徒多次襲擊華僑，造成流血事件。8月

5日，北京以大中學校紅¦兵為主的群眾組織和各界群眾在抗議和示威遊行後砸

了印尼駐華大使館。此舉致使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於8月6日和10月5日兩次遭到襲

擊和搗毀，並使兩國外交關係中斷。

8月14日上午，外事口造反派砸了外交部政治部。8月19日，由進駐外交部

的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團小分隊封了外交部黨委，宣布「一切黨政大權歸聯絡

站」。在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

英國代辦處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

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四十八小時

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十九名香港愛

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員。」bk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

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由北京一些大專院校和機關企業的造反

派組織聯合組成的「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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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兩國外交關係中斷。



文革中的外交 41
極左問題

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方

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8月22日晚，

「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

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覆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

和群眾不顧警¦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以上四次嚴重的涉外事件，在表現形式上非常相似，都是在與某一國發生

糾紛時，不尊重國際慣例，不講政策，以群眾遊行示威或召開大會的形式，對

該國的駐華機構採取暴力行動。中央文革小組和新聞媒體對群眾的盲目行動不

僅不加制止和引導，反而推波助瀾，使事件產生嚴重的後果。這些事件都嚴重

破壞了兩國關係，中國駐外機構均遭到嚴厲報復，同時使中國在世界上的聲譽

受到嚴重損害。

四　一則重要的史料

據後來北京一些造反派頭頭揭發的材料說，聲討緬甸政府的大會是戚本禹

策劃的。戚本禹找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開會說：「中央文革認為有必要開

大會抗議緬甸政府。政府發表的聲明，有局限性。總理做事穩重、謹慎，未免

有點保守。會後要搞兩路遊行，一路到緬甸大使館，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

的領導看看群眾的革命精神。」根據這些材料和王力的「八七講話」，有些人便將

1967年在外交上的極左行動歸罪於所謂「王、關、戚」。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

「王、關、戚」不過是替罪羊而已。至於是誰的替罪羊，卻不是很清楚。按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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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在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林彪、江青、康生在搞極左路線，「王、關、戚」應該是

他們的替罪羊。

實際上，林彪是緊跟毛澤東的，在外交問題上並沒有講多少他自己的話。

江青、康生確實在外交問題上發表了不少言詞激烈、信口開河的話，但若將主

要責任歸於江、康二人，可能也還是不夠的。

據王力回憶bl：

7月1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戚本禹等人的談話中說：緬甸

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

於我們放開手幹。毛澤東說：現在在我們國家Ñ，群眾今天提打倒這個，

明天打倒那個，沒有甚麼了不起。他舉例說，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

雲、打倒陳毅的口號，沒有甚麼了不起。他還說，群眾喊打倒奈溫的口

號，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這是一則非常重要的史料，對於我們解開1967年外交上的極左之謎具有關

鍵性的作用。筆者認為，王力的這個回憶是可信的，有三條有關的材料可以與

之相互印證。

材料之一，即王力的「八七講話」。8月7日晚，在王力與外交部姚登山和「革

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談話時，「聯絡站」的代表就提出：「中央許多精神下不到

我們這�，如主席7月1日對緬甸問題的指示，我們不知道。」bm這份記錄中提到

的「主席7月1日對緬甸問題的指示」，應當就是王力所回憶的毛澤東與張春橋、

戚本禹等人的談話。

材料之二，即毛澤東1967年7月7日的講話。毛澤東說bn：

現在形勢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對國大黨搞武裝鬥爭。印尼共產黨清算了修

正主義已起來。緬甸游擊隊也有很大發展，比泰國武裝鬥爭還有基礎，已

搞了幾十年，過去黨不團結（有紅旗黨、白旗黨）現在統一起來了，反對奈

溫是一致的，武裝活動地區已佔緬甸地區60%，緬甸比南越的地理條件還

好，回旋區大。泰國的地理條件也很好。緬甸起來，泰國起來，這樣就把

美國完全拖在東南亞，當然我們還必須!眼在我們國土上早打、大打。緬

甸政府反對我們更好，希望他同我們斷交，我們就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

共產黨。

這篇講話距毛澤東7月1日的談話相隔不到一周，所講關於緬甸的內容一脈相

承，應當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材料之三，大約在8月10日左右，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關鋒、戚本禹的講

話。王、關在講話中對外交部多方指責。例如，關於抗議緬甸政府的社論，《人

民日報》和外交部各寫了一個，說外交部寫的那一篇「旗幟不鮮明，戰鬥力不

強」。最後用了《人民日報》寫的那一篇。還有，《人民日報》在新聞報導中提到了

現在較流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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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外交部向《人民日報》提出了質問。另一件事，蒙

古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發請柬時名單中有蕭望東、周揚、蔣南翔等人。外

交部將周揚的請柬扣下，其他的照發。《人民日報》認為此舉為明顯的挑釁行

為，第二天《人民日報》對此事未予報導，外交部又去電話提出質問。關鋒說，

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到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思想上

不是毛主席的針鋒相對，敢於鬥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甚麼呢？就是怕影

響兩國的友好關係。關於緬甸問題，如果是在7月1日以前，那沒有甚麼話可

說，7月1日後，主席對緬甸問題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講的，緬甸問題不怕斷

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

戚本禹同志講，外交部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怕這怕那，甚至於挨罵的時

候，自己還在那�說兩國友好關係。戚本禹同志說：看來今後外交戰線上希望

寄託在這些年輕的小將身上。姚登山講了一個口號單子的故事。緬甸事件剛

起，群眾上街遊行，他看到第一亞洲司的同志起草了一個口號單子，其中有「打

倒奈溫反動政府」，送到部黨委，去掉了「反動」二字，韓念龍解釋說，這句子太

長了，所以去掉。戚本禹聽到這個話很生氣，說：這個句子不是長不長的問

題，而是敢不敢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問題bo。在姚登山傳達的關鋒講話中，明確

地披露了毛澤東7月1日談話的內容。

另外還有一個間接的材料。1967年7月初，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有少數人

不滿中國的革命宣傳，到中國圖片展覽館搗亂，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向尼外交部

提出口頭抗議後，尼方申明它珍視兩國友誼，不允許損害兩國關係的事情在尼

土地上發生，為圖片展覽館事件向中國表示道歉。中國大使館認為可不再提書

面抗議了，但康生卻主張「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堅決鬥爭」，結果於7月21日

就「尼泊爾國內的反動勢力侮辱中國人民和蓄意破壞中尼友好的嚴重反華行為」

向尼泊爾政府提出了最強烈抗議bp。不難看出，康生是在現買現賣，他的主張不

過是毛澤東在緬甸問題上主張的翻版而已。

五　極左與「左」

在筆者看來，所謂極左，就是指左走到了極端。物極必反，極左已不是左

了，可以稱其為帶引號的左（「左」）。實際上，極左與「左」是一回事。

在文革中，對甚麼是極左，站在不同立場的人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在1966年

6月中下旬，北京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浪潮，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

小平認為是在野右派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爭奪運動的領導權。毛澤東則認為反

對工作組的才是真正的左派。

毛澤東也曾經提出過要批評極左派思想。1967年5月27日，外交部翻譯唐聞

生、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幹部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說：「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

攻擊總理的風氣，⋯⋯我們絕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

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毛澤東於5月29日在唐、王來信上批示：「林彪、恩來

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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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說服工作。」bq當年9月，他在一次談話時說：「幹部垮得這麼多，究竟是個好事

還是壞事？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這種人不多，但是能量很

大，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我們不是專為保守派說話，是教育左派的問

題。」br196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了江西省革籌小組正確

對待極左派的經驗。這份文件認為，極左派中絕大部分群眾是老造反派，有的

單位（如醫學院）在「火燒省市委」時期有較大貢獻。他們的主要錯誤是以反右傾

為名，一度把矛頭指向省「大聯籌」和省革籌小組。可以看出，毛澤東眼中的極

左派，還是造反派，批評極左派思想，是為了教育左派。

文革中極左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在文革中先後被冠以「極左」的帽子遭到批

判的行為、思潮大致有：「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堅持派性，搞武鬥；「揪軍內

一小撮」；炮打周恩來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奪外交部的權以及在外事上的

極端行動。所有這些表現形式，究其根源，其實都是來自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

想上的「左」傾錯誤，也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理論。

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斷發動群眾起來造走資派的反，奪走資派

的權，對紅¦兵和造反派的造反行動高度讚揚，大力支持。「懷疑一切、打倒一

切」的口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派性的產生源於文革理論和指導思想的

荒謬和混亂，尤其是開展「全面奪權」後，由於觀點和利益的分歧，導致了造反

派的分裂。而文革中武鬥長盛不衰的原因，除了江青提出「文攻武¦」這樣蠱惑

人心的口號外，還有「武裝左派」的這樣具有更大危害性的口號bs。「揪軍內一小

撮」其實不是甚麼新鮮的東西，「揪軍內一小撮」本來就是文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文革是幹甚麼？就是要揪黨內、軍內、政府內的「一小撮」，這在〈五一六通知〉

中就明白宣布了。批判「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並不是不要揪「軍內一小撮」，

而只是不要公開提揪「軍內一小撮」，不要單獨提揪「軍內一小撮」，其實只是一

種策略的提法。炮打周恩來的問題，關鍵在於周恩來確實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對

文革有所懷疑和抵制，當然會引起激進的造反派的抵觸。而所謂炮打「無產階級

司令部」的問題，首先在於毛澤東憑空製造出了兩個司令部的概念，同時又沒有

將如何區分兩個司令部的標準講清楚。外交部的奪權，是在「全面奪權」的大背

景下發生的。1967年初，外交部與國務院其他各部委一樣都開展了奪權，並得

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後來把外交部的奪權當作極左來批，主要是因為

發生了「三砸一燒」這樣產生了嚴重後果的事件，而這一系列事件發生的原因，

讀者自可從本文前面的介紹中找到答案。

在一些論著中，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論稱為「左」傾錯誤，而把林彪、江

青、康生、陳伯達等，以及王、關、戚或一些激進造反派的言行稱為極左思

潮，這樣似乎是劃清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實際上，極左與「左」只有程度的

不同而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有過明確的說法。1985年，

他在談到黨內「左」傾錯誤的歷史發展過程時說到bt：

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文化大革

命」⋯⋯從1966年到1976年搞了整整十年，黨內的骨幹差不多都被打倒了。

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幹部。

文革中極左的表現形

式，或者說在文革中

先後被冠以「極左」的

帽子遭到批判的行

為、思潮大致有：「懷

疑一切、打倒一切」；

堅持派性，搞武鬥；

「揪軍內一小撮」；炮

打周恩來和炮打「無

產階級司令部」；奪

外交部的權以及在外

事上的極端行動。所

有這些表現形式，究

其根源，其實都是來

自中國共產黨在指導

思想上的「左」傾錯

誤，也就是毛澤東發

動文革的基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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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他又指出：「可以說，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

革命』是極左。」ck筆者認為，鄧小平這種把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作為極左來批

判的觀點，是值得我們認真領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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